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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稽、阳燧樽、温酒樽与上尊酒

钱耀鹏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教 授）
卫 雪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博士研究生）

酒尊是两汉时期高等级墓葬中常见随葬
器物之一，有些墓葬壁画或画像石、画像砖上
还可见其用于庖厨、 宴饮等活动的使用情景。
即便自名器物中有“温酒樽”，酒尊却仍仅被学
术界视为盛酒器。 但从传世文献看，酒尊的使
用功能不仅局限于盛酒，史籍记载“常满樽”可
以边酌边注。 出现于画像石、画像砖酿酒制备
场面中的酒尊，抑或与制酒有关。 北魏学者以
“阳燧樽”来注解汉代的流酒器“滑稽”，但“阳
燧樽”的实际形制及其与流酒器的联系尚不明
确。 与尊相关，古人用上尊酒、中尊酒和下尊酒
来表示“浇醇之异”。 本文就此展开一些讨论，
以期全面认识两汉时期酒尊的功能。

一 “滑稽”与“阳燧樽”辨识

据史籍记载， 至迟在北魏时期就出现了
一种较为特别的“阳燧樽”，但迄今为止，“阳
燧樽” 的形制及其文化意义尚未引起学界的
关注 [1]。

《太平御览》“滑稽”条下引北魏崔浩《汉记

音义》：“滑稽，酒器也。 转注吐酒，终日不已，若
今之阳燧樽。 ”[2]其中的重要信息有两点：一是
北魏时期存在一种较为特殊的“阳燧樽”（至迟
为太平真君十一年即 450年崔浩获刑前）；二是
“阳燧樽”如同滑稽，主要功能在于“转注吐酒”，
有别于可以盛酒的普通酒尊。 但崔浩所言“阳
燧樽”究竟为何，似乎还不便就此确定。 因为
《太平御览》“樽彝”条下又引东晋孙绰《阳燧樽
铭》：“详观兹器，妙巧奇绝！ 酌焉则注，受满则
闭。 吐写适会，未见其竭。 ”[3]这是否表明“阳燧
樽”在东晋时期即已出现，但有别于北魏“阳燧
樽”，仍具盛酒的功能？ 显然，若不厘清崔浩所
言与孙绰《阳燧樽铭》的矛盾，就很难确认“阳
燧樽”及其使用功能。

崔浩所言“阳燧樽”仅见于《太平御览》，但
《太平御览》 所引孙绰之言也见于唐代欧阳询
《艺文类聚》和明代张溥所辑《晋孙廷尉集》。 其
中《艺文类聚》“尊”条下云：“晋孙绰樽铭曰：‘大
匠体物……聊以摽设。 详观兹器，妙巧奇绝，酌
焉则注，受满则侧，吐写适会，未见其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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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拟之，德齐上哲。 ’”[4]《晋孙廷尉集·铭》与《艺
文类聚》的内容完全相同，仅改“摽”为“标” [5]。
“标”为正字，“标设”即以标设论，聊以外观论
之。 《太平御览》 所引与两者的相关文辞仅有
“受满则侧”与“受满则闭”一字之差，当为孙绰
的同一篇作品。 但《艺文类聚》和《晋孙廷尉集》
仅称“樽铭”或“铭”，均不谓“阳燧樽铭”。 由此
来看，《太平御览》或有张冠李戴之误。

《艺文类聚》“樽”条下还收录有南朝宋人何
偃《常满樽铭》，其中所言“唯兹奇器，神绝莫尚。
斟酌赋受，不逾其量”等 [6]，与孙绰《樽铭》内容
多有相通之处，尤其“不逾其量”与“未见其竭”
的含义基本一致。 《周礼·酒正》：“大祭三贰，中
祭再贰，小祭壹贰。 ”郑玄注：“三贰、再贰、一贰
者，谓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益之者，以饮
诸臣，若今常满尊也。 ”贾公彦疏：“云‘若今常
满尊也’者，言益之，故常满，故以汉法况之。 ”[7]

《说文》亦云：“贰，副益也。 ”段玉裁注曰：“当云
副也，益也。 ”[8]由此可知，“常满樽”在汉代已出
现，且属宫廷用物，用以宴饮群臣。曾为廷尉卿
（九卿之一）的孙绰，或受赐宫廷宴饮，有感“常
满樽”之妙而作《樽铭》。似可肯定，孙绰《樽铭》
所指应为 “常满樽”， 有别于崔浩所言 “阳燧
樽”，即“阳燧樽”的出现时间仅能确定为北魏
时期。

据前文所述，史籍中并无“阳燧樽”的直接
记载，仅作为释文与“滑稽”联系在一起。 显然，
“滑稽”是认识“阳燧樽”的重要线索之一。 《史
记·滑稽列传》自不待言，《楚辞·卜居》中就有
“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 ”东汉王逸
注曰“转随俗也”[9]，即转随顺俗之意。 唐代司马
贞《史记索隐》：“滑，乱也；稽，同也。 言辨捷之
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言能乱异同也。 ”又曰：
“崔浩云‘滑稽，流酒器也。 转注吐酒，终日不
已。 ’言出口成章，词不穷竭，若滑稽之吐酒。 ”[10]

不难看出，“滑稽”至少有两重含义，一是指“流
酒器”，二是指转随顺俗、能言善辩、巧舌如簧、
诙谐风趣等，而具象的流酒器应为本义。 而且，
“流酒器”之说并不限于崔浩，西汉扬雄《酒箴》
中已有类似记载。 所谓“鸱夷滑稽，腹如大壶，

尽日盛酒，人复借酤。 常为国器，托于属车”[11]。
不过，从《卜居》《滑稽列传》来看，“滑稽”的引申
意义在战国秦汉时期已广为流传，以致达到了
近乎淹没本义的程度。

鸱夷、滑稽并非一物，而是相互配套使用
的两种器物。作为“转注吐酒”的流酒器，“滑稽”
既不适于盛酒，更不适于借酤，用于借酤的只
能是“腹如大壶，尽日盛酒”的“鸱夷”。 较之流
酒器“滑稽”，“鸱夷”流行的时代更为广泛。 宋
代司马光《柳溪对雪》有“鸱夷赊美酒” [12]的诗
句，意即可用盛酒器“鸱夷”赊购美酒。 那么，
“转注吐酒”的流酒器究竟为何物，能否获得实
物资料的验证呢？ 四川新都新农出土汉画像砖
上的酿酒场景（图一）[13]，几乎就是蜀郡成都人
扬雄《酒箴》所载的具象翻版。 画面右侧的炉
灶、连接台与“转注台”依次相连，“转注台”上架
设流酒器“滑稽”，其下端口正对台面下“腹如
大壶 ”的 “鸱夷 ”，“上注下吐 ”的使用特点甚
为突出；左侧则是“人复借酤”“托于属车”的
情景再现。初步看来，流酒器“滑稽”即应是普
通直颈漏斗的原始称谓， 其历史至少可以追
溯到仰韶文化时期。

至于“阳燧樽”，从名称看应与阳燧存在某
种联系。 阳燧是基于冶金术而发明的取火器之
一，拥有聚光聚热的功能特点。 据《周礼·秋官》
记载，阳燧在汉代之前就已发明，所谓“司烜氏
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郑玄
注曰“夫遂，阳燧也”[14]。 《淮南子·天文训》：“阳
燧见日则燃而为火。 ”[15]沈括《梦溪笔谈·阳燧照
物》：“阳燧面洼，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内。 ”[16]可
以肯定， 阳燧与漏斗的使用功能完全不同，唯
有洼面结构与漏斗上部承盘类似。 若阳燧洼面
中央开一孔洞，便可转化为漏斗，从而具备“转
注吐酒”的使用功能。

即便如此，崔浩并未直言“阳燧樽”就是“滑
稽”。 功能相同而非一物，其间的差异无疑应在
于形态结构及其使用特点。 由于漏斗的盘形口
不足以改变其形态结构与使用特点，所以两者
的结构差异应在盘形口以下部分。 据此推断，
“阳燧樽”当为曲尺形弯颈漏斗，明显有别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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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直颈漏斗“滑稽”。 在蒸馏酒传统工艺中，这
种盘口似阳燧的曲尺形漏斗俗称“酒溜子”，多
用于垂直型蒸馏器[17]。 具体用法是阳燧状盘口
正对冷却器尖圜底中央，斜向泄馏管穿过甑壁
的预留孔，外置罐、坛等接酒器。

二 “阳燧樽”名源于接酒功能

将曲尺形弯颈漏斗称为“阳燧樽”，令人颇
为费解。 因为酒尊不仅与漏斗的形态结构相去
甚远，通常也被视为盛酒器。 山西右玉大川发
现有自名“胡傅铜温酒樽”[18]，传世品中也有自
名“温酒 ”者[19]。不仅如此，长沙马王堆一号汉
墓还出土记载“温酒二资”的遣册[20]。 虽然温酒
的“温”字被释为“酝”[21]，但并没有改变人们对
酒尊盛酒功能的认识。 “温酒樽”的“温”字究竟
应该如何理解，酒尊的使用功能是否仅限于盛
酒？ 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关乎对“阳燧樽”的
认识，更影响着对中国古代蒸馏工艺及蒸馏酒
史的认知结果。

酒尊的盛酒功能不可否认。 姑且不论古代
的文学作品，考古发现的墓葬壁画、画像石及
画像砖也不乏用于盛酒的酒尊。 如洛阳朱村东
汉壁画墓 BM2， 在墓室北壁的夫妇宴饮图中，
几案前有置于承旋之上的酒尊（原称食器和三
足圆案），其内置一曲柄勺（图二）[22]。其中，酒尊
的形态特征与胡傅铜温酒樽一致。 但宴饮场面
中的酒尊只能揭示最终的使用特点，并非使用

过程的完整展现。 此类酒尊还出现于一些画像
石的制酒场面中，推测其使用功能未必仅限于
盛酒。 除前引画像砖，河南密县打虎亭一号汉
墓东耳室南壁西幅画像石为制酒图 （图三）[23]，
画面右下的醡床在醡酒时也盛以“腹如大壶”
的鸱夷，唯不见酒尊直接盛酒的画面[24]。

江苏铜山汉王乡东沿村出土了 10 件东汉
画像石，其中第 7、8石内容基本一致，似应出自
不同墓葬或墓室。 以第 7石为例， 画面分为三
组：庖厨居上，制酒居中，出行居下（图四）[25]。倘
若分别解读三组画面内容， 如此定性当无异
议。 但三组画面共居一石，其间理应存在某种
内在联系，即每组静态画面所揭示的内容都应
是相关活动过程的片段之一。

在庖厨画面中，只有二人的姿态能够揭示
炊事过程的片段特征。 其中一人一手伏案，一
手挥刀，作切物状；另一人一手举插串、置于炉
上，一手挥扇，作烤物状，均在炊事过程中。 在
制酒画面中，除锺、耳杯、酒尊与承盘（两件叠
置，仅显示两足）等酒具，左侧还有一安置釜甑
的灶台，灶前的守坐者或在司职生火；右侧手
持系绳小罐者或于井中汲水，身后地面上两件
圜底或小平底盆可能用于盛水。 值得关注的
是，酒尊常与承旋配套使用，但该画面中的酒
尊却比承旋少了一件。 至于出行画面中，出行
者与站立者迎面相对， 明显不便理解为送行。
而墓葬壁画或画像石中的生活画面， 通常都

图一 四川新都出土

酿酒场景画像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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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墓主生前的日常活动为核心的。因此，出
行画面所展现的应为出行归来场景。 也就是
说，同一块画像石上相互关联的三组画面，所
展示的具体内容应是炊事、 制酒以待主人归
来享用，称作“炊事、制酒与迎归图”似乎更为
贴切[26]。

从制酒画面的器物组合特点看，制酒过程
明显无涉压榨、过滤、沉淀等机械分离用具，也
无关加热温酒活动，因为单纯的加热一般无须
甑、盆类组件。 如此一来，具体的制
酒事项似乎只能是蒸馏活动。 无论
空间表现手法如何， 一幅画面只能
静态揭示同一活动过程的某一片
段，且应选择此项活动的核心环节。
再者，三组画面中的炊事、制酒活动
尚在进行中，主人尚待归来，宴饮活
动尚未开始。 因此，在这一时段的制
酒画面中， 似乎不应缺少用以盛酒
并与承旋配套使用的酒尊。 当然，即
便在平铺式布局的画面上没有出
现， 也不能确定另一件酒尊就一定
脱离了制酒空间， 亦即不能排除隐
含于其他器物之中的可能性。 如果
缺少的酒尊还在制酒活动的空间范

围之内，似乎只能套在置于灶台的甑体之中，
而地面上的两件盆类器物或为待用的冷却盆
（交替使用以更换冷却水）。 无论蒸馏方式具
体如何， 这种垂直型蒸馏器只能采取内置式
接酒器。

前引四川新都新农画像砖的酿酒图，三套
“鸱夷滑稽”组件以及可能为“人复借酤”的场
景等，无涉制曲、蒸饭和发酵等前期过程。 但最
终成酒的画面既无压榨、 过滤等机械分离用

图二
洛阳朱村东汉墓北壁壁画

局部

图三 河南密县打虎亭一号汉墓制酒图画像石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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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也不见直接烧烤储酒器的炙酒灭菌景象，
因而画像所展现的是煮酒灭菌或熬煮蒸馏。 而
且，关乎成酒工艺的似乎只有炉灶及其侧旁二
人。 画面中，右侧一人呈坐姿面对炉灶，手部特
征未加刻意表现， 其右前方的叉状物应是薪
柴，符合加薪烧火的活动特点。 其左侧一人紧
依炉灶，左手扶握大型器口，右手持小型无柄
圆口器伸入大型器物（按人体比例估算，大型
器物口径不小于 1 米）之内。 虽说大型器物仅

可见口沿，其下情况不详，但也可排除煮酒灭
菌的可能性。 原因在于，若是煮酒灭菌，一般仅
需舀尽灭菌之酒即可。 如此一来，不仅连接台
有显多余，舀姿者也远离了靠近转注台的最佳
活动位置，坐于炉灶左侧更适于右撇子舀酒转
注。 因此，从大型器物所舀取的当非成酒，而应
是冷却器中的温水或蒸馏后的釜内酒糟。 由于
蒸馏过程中的釜甑口沿一般都呈高温状态，不
便手扶，唯有冷却器最接近常温。 若再联系到
薪柴将尽，转注台前站立一人（或为管理者 ），
台下放置三件有待注酒的鸱夷， 连接台也虚
位以待，似在等待转注成酒，因而舀取温水以
待取下冷却器后再取出接酒器的可能性更大
一些。无论如何，该酿酒图可能都与熬煮蒸馏
活动有关。

如果说上述分析仍具不确定性，那么前文
提及的“常满樽”也可进一步说明。 据郑玄所
言，“常满樽”是宫廷“以饮群臣”所用，理应有
别于普通酒樽。 无论“常满樽”的形态结构具体
如何，所谓“酌焉则注……未见其竭”以及“斟
酌赋受，不逾其量”，都揭示出“常满樽”具有边
酌边注的使用特点，即接酒也是这类酒尊的重
要功能之一。 当然，边酌边注需要以外置式使
用方法为前提，有别于内置式接酒法。 即便如
此， 也可推知盛酒是接酒功能的必要条件之
一，而持续接酒则是“常满樽”成立的前提条
件。 尤其对于内置式接酒器而言，如果不具备
盛酒功能，接酒功能便无从谈起。

一旦认识到酒尊可能兼具接酒和盛酒双
重功能，似乎就不难理解曲尺形弯颈漏斗何以
被称为“阳燧樽”。 曲尺形漏斗的形态结构与酒
尊毫无相似之处，相似之处唯有功能及使用特
点。 但曲尺形漏斗明显不具备盛酒功能，如果
酒尊的使用功能仅限于盛酒，那么两者的功能
及使用特点也就毫无相似之处，“阳燧樽”之名
便毫无缘由。 可以肯定的是，曲尺形漏斗仅具
备接酒功能，且需将盘口置于蒸馏器内部。 “阳
燧樽”所强调的只是形似阳燧的盘口，并非曲
尺形导流管。 唯有酒尊置于蒸馏器内部，两者
的功能及使用特点才具有一定相似性。 亦即曲

图四 江苏铜山东汉墓出土画像石

天锅
冷水

收集器
导流管

木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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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辽金时期蒸馏制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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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形漏斗的盘口形似阳燧且如内置式酒尊的
使用特点，便使之拥有了“阳燧樽”之名。 毕竟
曲尺形漏斗的接酒方式不同于酒尊内置，参考
“转注吐酒”的史籍描述，或可概括为“内接外
注式”，与“鸱夷”或罐、坛等盛酒器配套使用，
从而免去了“转注”环节，简化了蒸馏工艺的作
业流程。

目前，“阳燧樽”即曲尺形漏斗的考古发现
实物证据尚不充分。 辽宁大安酒厂博物馆收藏
的一件大型铁制漏斗（收集器），年代或可早到
辽金时期（图五）[27]。即便如此，北魏时期已出现
“内接外注式”接酒器的可能性依然很高。 姑且
不论内置式接酒的蒸馏器， 两汉时期已不乏
“内接外注式”蒸馏器。 西安北郊新莽时期墓葬
M115 以及南昌海昏侯墓所出蒸馏器， 不仅具
备“内接外注式”的蒸馏特点，冷却器的形态结
构也与“阳燧樽”不无相似之处（图六）[28]。 换言
之，制作“阳燧樽”的工艺技术早已不是问题，
所欠缺的仅仅是设计理念。 “阳燧樽”的形态结
构甚为简单， 蒸馏实践中略加探索即可发明。
因此，崔浩所云当非虚妄之言，北魏时期发明
并使用“阳燧樽”的事实基本可以肯定。

三 “温酒樽”“上尊酒”考释

“阳燧樽”名折射出酒尊内置的使用特点，
进一步证实了酿酒蒸馏工艺存在于汉代的历
史事实。 那么，考古发现的“温酒樽”名又该如
何解读，史籍中表示醇厚程度的“上尊酒”是否
也与酒尊的接酒功能及使用特点有关呢？

汉代的温酒器虽有“温酒樽”与“温酒 ”
之别，但自名“ 尊”的传世器物说明“温酒 ”
可等同于 “温酒樽”（图七）[29]。 即便释 “温”为
“酝”，具体含义仍需讨论。 因为《说文》释酝为
酿，所谓“酿，酝也，作酒曰酿”[30]。 既然“作酒曰
酿”，那么“酝”和“酿”的含义似乎都不限于发
酵，因为酿酒过程本身就包括制曲、蒸酒饭、和
曲发酵、分离成酒等若干工艺流程。 元代朱德
润在《轧赖机酒赋》中直呼蒸馏器为“酿器”，蒸
馏一遍即曰“重酿酒”，似乎“初酿”只能是指蒸
酒饭[31]。 而重酿酒或三重酿酒并非朱德润的主

观臆造，而是古代学者对“酎”的普遍解释，如许
慎《说文解字》等[32]。史籍中还有涉及“蕴火”“温
火”等相关记载，甚至把“温火”与美酒直接联系
起来。

《汉书·循吏传》记载，西汉成帝时，“太官园
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
气乃生”。颜师古注：“蕴火，蓄火也。 ”[33]很明显，
反季节的温室“蓄火”旨在保持恒温，当为长时
间不息之火，应具缓慢燃烧或阴燃之特点。 在
《前汉纪·成帝纪一》中，则把“蕴火”改称“温
火”，所谓“冬生菜，强加温火，非时而生，[有伤
于 ]人 ，不宜以供奉养 ” [34]，说明 “温 ”也可通
“蕴”。 另外，何晏注解《论语·为政》“温故而知
新”时引郑玄注云：“温读如 温之温，谓故学
之熟矣，后时习之谓之温。 ”[35]仅就重复、反复之
意来看， 温之“温”似通重酿、三重酿。由此看
来，矮三足的“温酒樽”虽不宜直接加热，也当
与加热过程有关。 若再联系到宋人梅尧臣“桉
头美酒初温火，帘底微风欲动灯”的诗句 [36]，温
火也直接关乎美酒。 而酿酒蒸馏有别于一般的
炊事活动， 加热温度控制在乙醇水的恒沸点
78.15℃（乙醇沸点 78.3℃）以下较为合理 [37]，以
“温火”或“文火”长时熬制。 因此，“温酒樽”应
是指“温酒”所用之尊，作为内置式接酒器用于
蒸馏过程，其三足的功能意义在于不致阻碍蒸
气的上升。

考古发现的分体式 “鏖甗”“雍甗”（雍通
饔）也可证实上述分析。 作为分体甗的盆和甑
均不直接受热，依然可称“鏖盆”“雍甗盆”“雍
甗甑”等。 不仅如此，《说文》释 为小盆[38]，《急
就篇》颜师古注云：“ ，亦温器也。 ”[39]即便 类
器物有多种用途，但口沿铭刻“酒”字的传世铜

[40]说明，类似于“鏖盆”的使用功能也在其列。
在广州地区汉墓的随葬器物中，即使缺乏可直
接加热的陶釜，套合出土的甑 旁仍有成堆的
木炭或炭屑[41]。木炭明显具有无焰燃烧、长时稳
定等特点，有利于营造恒温环境，抑或可为“温
火”。 这些发现一再说明，并非只有直接加热才
可拥有“温酒樽”之名。 尤其长沙阿弥岭西汉晚
期墓葬（74M7）所出滑石明器普遍刻有铭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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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釜盖自名铭文则为“温盖”[42]，更加明确了“温
器”的意义。 此外，汉魏俗语“鏖糟”[43]一词应
与鏖甗、雍甗直接相关 [44]。 其中“糟”为未滤之

醪，“鏖糟”的本义当指熬煮蒸馏，而“鏖甗”当为
蒸馏器，因为加热温酒或灭菌无须盆和甑类组
件。 再者，前置数词的重酿、三重酿或九酝皆可
说明“温”“酝”本身并无数词意义，所以“温酒”
应无反复酿造之意，可能就是指蒸馏酒。 那么，
汉代的蒸馏工艺是否已有提纯功能呢？

应当指出，酒精度不宜作为判断是否为蒸
馏酒的主要依据，因为影响馏出液酒精度含量
的因素较多。 蒸馏酒未必都是高度酒，但酒精
度较高者无疑应属蒸馏酒。 原因在于，普通酵
母菌一般只能产生乙醇浓度为 9～11 度的发酵
液，而高于 17.5 度者则需要借助实验室选育的
“耐酒精”酵母菌[45]。这一实验结果表明，传统发
酵及机械分离只能产生 18 度以下的酒液。 虽
然古代的酒精度难以准确估算，但根据有关酒
味薄厚或饮用口感的史籍记载，结合现代酿造
工艺学知识仍可推知一二。 就成酒分离工艺而
言，机械分离如压榨、过滤、沉淀技术等皆不具
备提纯功能，唯有热分离即蒸馏技术才可以达
到提纯的效果。 如果蒸馏过程仅限于固液态物
质的分离，同样也不具备提纯乙醇的功能。 不
过，只要酒精度含量有可能超过 18 度，其蒸馏
酒的基本属性便可得到初步确认。 何况两汉时
期已经出现了较为先进的“内接外注式”蒸馏
器，蒸馏工艺水平明显有所提升。

事实上，汉代成品酒的酒精含量已有薄厚
之分。 除了“天子饮酎”（郑玄注：“酎之言醇也，
谓重酿之酒也……与群臣以礼乐饮之于朝，正
尊卑也”）[46]，还有经常用来赏赐丞相、品级可能
仅次于酎的 “上尊酒”。 《汉书·平当传》 记载：
“（哀帝）使尚书令谭赐君（平当）养牛一，上尊酒
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
稷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
为下尊。”师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为黍米，
不当言稷。 且作酒自有浇醇之异为上中下耳，
非必系之米。 ”[47]中山靖王刘胜墓大型酒缸上的
“黍上尊酒十五石”“黍酒十一石”“稻酒十一石”
等铭文[48]，证明颜氏之说较为可信。 另外，贾思
勰《齐民要术》中也记载有“穄米酎法”[49]，说明
稻米并非酿造醇厚之酒的特定原料。 而颜氏所

图六 西安北郊新莽墓出土铜蒸馏器

图七 汉王长子 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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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浇醇之异”，实际是指酒之薄厚。 《说文》释
浇为沃 [50]；《论衡·偶会》则言：“使火燃，以水沃
之，可谓水贼火。 ”[51]由此观之，浇薄或有加水稀
释之意，甚至“浇沃”还被赋予“以水代酒”之意，
所谓“又无一樽酒，浇沃慰远客”[52]。显然，上尊、
中尊、下尊是用来表示酒味厚薄的，于是便有
“薄酒可成礼，何必饮上尊”的对比诗句[53]。直到
明清时期，“上尊（樽）酒”仍多见于宫廷赏赐，当
是酒中珍品。

另外，在汉代以来的辞赋作品中，常以“酷
烈”“醇酒” 等词来形容醇厚香烈的美酒。 曹
植 《七启 》即云 ：“盛以翠樽 ，酌以雕觞 ，浮蚁
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娱肠。 ”《酒
赋》又云：“嘉仪氏之造思……或云沸潮涌，或
素蚁浮萍。”[54]酷烈之词无须赘言，其中“浮蚁鼎
沸”“素蚁浮萍”应是指无色透明的酒花，“云沸
潮涌”也应是对蒸馏情景的颂美和描绘。 参考
当代发酵而成的葡萄酒、黄酒乃至“以酒酿酒”
工艺 （发酵过程中添加成品黄酒或蒸馏酒）制
成的甜型黄酒[55]，都很难产生酷烈的饮用口感。
再者，曹参为相后，采取“萧规曹随”的施政方
针，常常“日夜饮醇酒”。 对于试图进言的造访
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
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56]。虽然“醇酒”
之说甚为笼统，但应不是普通的酒品。 若是“宿
熟之鲁酝”或味极淡的马奶酒（酒精浓度仅约 4
度），便会出现“千钟鲁酒空劳劝”[57]“虏酒千钟
不醉人”[58]的情景，殊难令造访者“醉而后去”。
由此推断，汉代的蒸馏酒工艺可能已经兼具提
纯性能。

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酒之厚薄为何用上
尊、中尊、下尊来表示，两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
的关系？ 据前所述，“常满樽”“阳燧樽”的“内接
外注式”接酒方法，已经表明酒尊可能兼具盛
酒和接酒功能。 不过，这两种酒尊都比较特殊，
姑且不论出现时间较晚的 “阳燧樽”， 汉代的
“常满樽”也属于宫廷宴饮群臣所用，理应区别
于常用的普通酒尊。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熬煮
蒸馏还是水蒸气蒸馏，对古代蒸馏器的形态结
构既无显著影响，也不直接决定接酒方法的选

择。 直接影响蒸馏器形态结构演进的反倒是接
酒方式，即较为先进的“内接外注式”接酒法当
是基于内置式接酒法演化而来[59]。不过，这种演
化结果并不影响各种接酒方法的长期共存 [60]，
熬煮蒸馏也可采用各种不同的接酒方法。

在蒸馏过程中，“内接外注式”接酒法非常
容易按时段分别接取馏出酒液， 从而形成头
酒、中酒和尾酒之别，酒精度含量逐次递减，即
所谓“浇醇之异”。 比较而言，内置式接酒法似
乎不便按蒸馏时段分别接取酒液，但也不能因
此而否定同样现象发生的可能性。 原因在于为
了保持良好的冷却效果，蒸馏过程中还需不断
更换冷却用水。 如果冷却器不具备一边排出温
水一边加注凉水的条件，至少还有两种可能的
更换方法，即大型冷却器待舀出温水后再加注
凉水，而小型者则可连同冷却器一并更换。 前
引铜山东沿村画像石“制酒图”中的两件盆类
器物，很可能属于后者。 这样一来，在更换小型
冷却器（水）的过程中，完全有可能即时舀取、品
尝已经馏出的酒液。 因此，在贵族家庭日常的
制酒过程中，即便是内置式接酒法，似乎也不
难发现不同蒸馏时段所导致的“浇醇之异”。

根据上述分析， 汉代以来不绝于史籍的
“上尊酒”，很可能与酿酒蒸馏工艺有关，亦即
“上尊酒” 名称的背后可能隐含着酒尊所拥有
的接酒功能。 具体来说，用以表示“浇醇之异”
的上尊酒、中尊酒和下尊酒，最初当是以内置
式酒尊分时段依次接取馏出液的具象概括，类
似于后世所谓头酒、中酒（如二锅头）和尾酒
（或称酒尾子， 因酒精度过低往往需要回锅重
新蒸馏）。 而“上尊酒”则应是指蒸馏过程中分
时段最先接取的酒液， 酒精度含量相对最高。
即便是酒精度含量 10度左右的发酵液，通过熬
煮蒸馏或谓简单蒸馏工艺，也可获得 50度左右
的馏出酒液 [61]，足以产生“酷烈”的口感。 或因
“上尊酒”的提纯性能最为突出，更显珍贵，所
以“上尊酒”之名为历代所沿用。

概括而言，北魏时期的“阳燧樽”并非普通
酒樽，而是先秦两汉时期直颈漏斗“滑稽”的演
变形式，应属曲尺形弯颈漏斗。 而曲尺形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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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取名“阳燧樽”，一是可能为金属制品且
漏斗盘口形似阳燧，二是置于蒸馏器内的盘口
如同接酒用的内置式酒尊，即“阳燧樽”可一定
程度地说明汉代的酒尊理应兼具接酒功能。 就
蒸馏工艺而言，即便是熬煮蒸馏，也可演化出
各种不同的接酒方法。 其中以酒尊为接酒器、
以内置式接酒法为特征的蒸馏实践，无疑应是
导致“内接外注式”进步型蒸馏器出现的重要
基础。 不仅如此，汉代以来用以表示“浇醇之
异”的所谓上尊酒、中尊酒和下尊酒，更应是酒
尊作为内置式接酒器按蒸馏时段分别接取馏
出酒液的直接反映。 若再考虑到“食不厌精，脍
不厌细……沽酒市脯不食”的贵族生活风尚 [62]，
以及酒为“百药之长，嘉会之好”并可用于“享
祀祈福、扶衰养疾”[63]，两汉贵族墓葬中常与酒
尊伴出的甗或釜甑类器物很可能就是自用型
蒸馏器，而酒尊则可作为内置接酒器使用。 无
论蒸馏工艺的提纯效能如何，在蒸馏器确定无
疑的前提下，汉代的蒸馏酒当可获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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